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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九二一集集大地震（芮氏規模7.3）發生在
1999年9月21日凌晨，震央在台灣中部山區。因附近
有許多高人口密度的城鎮（例如埔里、東勢），所以

造成重大的人員及物資的損失。死亡人數約2,494人，
超過11,000人受傷，超過106,159棟房屋和相當多的學
校在此次地震中全毀或嚴重受損（National Alliance 
for Post-Earthquake Reconstruction, 2000）。地震剛發
生之後，許多團體為了協助救災，相繼進入受災區域

提供各種人、物力上的資源。本團隊於當時亦主動提

供心理健康上的支援與服務，並一直持續至今。在這

一段過程當中，我們看到面臨這樣的天然災難時，有

些青少年會發展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相關的症狀，但

有些人不會。這是因為每個人在面對災難的經歷不同

所造成的？還是因為有某些風險因子或保護因子的影

響？是那些類型的經驗會有影響？而不同的因子又是

如何影響青少年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相關症狀的發展

呢？

Pynoos、Steinberg及Wraith（1995）提出一個兒

台灣九二一地震災難暴露對青少年創傷後壓力反應

及社會關係的影響之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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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地震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應」（ESP）假設模式，目的在探討台灣九二一
地震一年後，受創區的青少年暴露於災難下的經驗，如何影響其創傷後壓力反應以及社會關係，並試圖

以性別差異為切入點來呈現此一歷程。本研究採用青少年地震暴露指標量表、UCLA PTSD量表以及台
灣兒童及青少年關係量表，訪問震災受創區的青少年共871人。將研究參與者區分為男生（n = 450）和
女生（n = 421）兩組，分別利用結構方程式進行模式檢驗和估計。結果發現，ESP模式能適當的解釋所
觀察到的現象。客觀暴露程度越嚴重者，感受到的主觀威脅程度及傷害性社會關係越強，而傷害性社會

關係對創傷後壓力反應的影響非常顯著。性別差異尤其彰顯於客觀地震暴露程度對男生之創傷後壓力反

應有直接顯著的影響，而主觀威脅程度則對女生的創傷後壓力反應有直接顯著的影響。研究結果建議，

在協助面臨災後壓力相關問題的青少年時，應注意性別差異的影響，且應將重點放在協助改善傷害性的

社會關係上。

關鍵詞：台灣九二一地震、災難暴露、性別差異、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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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面對創傷壓力時之發展模式（Developmental Model 
of Childhood Traumatic Stress）。此模式認為災難發生
時的「創傷經驗」伴隨著創傷提醒物以及其他次級壓

力，是造成「創傷後痛苦」（posttraumatic distress）
的主要因素。之後，創傷後痛苦與保護因子（例如

社會支持）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個體在災難後的調適狀

態，而此調適狀態主要顯映在身心發展以及壓力相關

的心理病理現象上。Pynoos等人提出此一理論模式之
目的是要提供一個完整的概念架構，以整合兒童和青

少年在面對創傷後壓力的心理病理、歷程及結果。

但由於概念架構相當複雜，難以用單一的實徵研究

資料對整個模式進行檢驗。因此，本研究提出「地

震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應」（Earthquake 
Exposure-Social relation-Posttraumatic Stress Model; 
ESP）模式，選擇「災難暴露」、「社會關係」及
「創傷後壓力反應」三個概念作為主要的討論變項，

試圖以一較為簡明的模式來探討在台灣九二一地震一

年之後，居住於受創區域的青少年暴露於災難下的創

傷經驗，如何影響其創傷後壓力反應以及社會關係，

並以實徵資料檢驗之。先前許多研究（林耀盛、陳淑

惠、洪福建、曾旭民，2005；洪福建，2003）已發
現，男、女性在災難經驗後的社會關係變化上並不相

同。因此，本研究欲進一步探討不同性別的青少年在

此一歷程上的差異為何。

（一）災難暴露程度

暴露在災難下的創傷經驗被認為是引起後續

心理病理問題的危險因子，特別是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Mueser, 
et al., 1998; Neria, Bromet, & Sievers, 2002; Zlotnick, 
Warshaw, Shea, & Keller, 1997）。許多研究指出，兒
童及青少年和成人相同，均可能經驗到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中所有的症狀（La Greca, Silverman, Vernberg, 
& Prinstein, 1996; Pynoos, et al., 1993）。而暴露於壓
力源的程度越嚴重，或是個人主觀認為危險迫近的

程度越強，則災難後的創傷反應越強，亦即所謂的

「劑量效果」（dose-effect）。Chen、Lin、Tseng及
Wu（2002）在九二一地震一年後以青少年為對象的
研究結果支持此「劑量效果」。該研究結果指出，經

驗到「自己受傷」、「家人中有人受傷或死亡」以

及「朋友有人受傷或死亡」等狀況的受訪者，他們

的創傷後壓力反應症狀顯著地比未經驗到這些狀況

的受訪者來得嚴重。此外，許多以兒童或青少年為

對象的研究，在不同類型的災難上也都支持此「劑

量效果」，包括有關地震（Chao & Wu, 2000; Pynoos, 

et al., 1993; Soong, et al., 2000）、洪水（Green, et 
al., 1991）、颱風（Vernberg, La Greca, Silverman, & 
Prinstein, 1996），以及校園槍擊事件（Nader, Pynoos, 
Fairbanks, & Frederick, 1990; Pynoos, et al., 1987）等研
究。根據上述文獻，我們可以推論，對兒童及青少年

來說，災難暴露的程度越大者，他們在災難後的壓力

反應也會越嚴重。

（二）災難研究與社會關係

有關「社會關係」在災難研究中的討論，主要集

中在「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上。近年來兩篇
有關災難研究的後設分析（meta-analysis）（Brewin, 
Andrews, & Valentine, 2000; Ozer, Best, Lipsey, & Weiss, 
2003）均指出，社會支持是預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最
顯著的預測之一。在研究概念上，社會支持可以分

為社會支持結構（social embeddedness）、主觀覺知
的社會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以及實際的社
會支持（enacted social support）等三大類（Barrera, 
1986），但多數研究認為「主觀覺知」的社會支持對
個人心理狀態的影響較大或較直接，例如，Sarason、
Shearin、Pierce及Sarason（1987）的研究發現，主觀
覺知的社會支持和生活安適性（well-being）的相關
性遠高於實際的社會支持以及社會支持結構與生活安

適性的相關。Norris與Kaniasty（1996）的災難研究
也發現，實質接受到的社會支持不會直接影響心理症

狀的變化，而是必須透過覺知到的社會支持才會產生

心理症狀的變化。然而，除了正向的社會支持之外，

許多研究者認為亦應重視負向的、傷害性的社會關

係對個人之影響。譬如，Rook（1998）指出，雖然
傷害性社會關係出現的機會可能較正向的互動來得

少，不過只要傷害性社會關係出現就會帶來相當程度

的痛苦。這些負向的互動會對一個人的安適感造成

持續且嚴重的影響，其影響甚至比正向的社會支持

能改善的還多（Rook, 1984）。Schuster、Kessler及
Aseltine（1990）在一個社區的研究中發現，個人與
配偶或親友間的傷害性社會關係，會使憂鬱情緒增

加，且增加的量比正向的、支持的社會關係減少的量

還多。Andrews、Brewin及Rose（2003）以受到暴力
攻擊的受害者為研究對象，發現受攻擊一個月後與六

個月後的創傷壓力反應症狀之嚴重程度，和負向的社

會互動有非常顯著的相關性，但卻和支持性的社會關

係沒有顯著相關。Taylor（2003）指出這些結果提醒
研究者在進行與社會關係相關的研究時，除了一般較

受到重視的正向、支持性社會關係之外，也要瞭解有

關負向、傷害性社會關係，因為這些負向互動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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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個人造成影響。有鑑於此，本研究在探討「社

會支持」這一個災難之後的保護因子時，將其概念

擴展到「支持性的」（supportive）與「傷害性的」
（detrimental）兩個社會關係向度上。

（三）災難暴露程度與社會關係

有些研究結果發現，創傷暴露程度和社會支持

有相關性。例如，洪福建（2003）在九二一地震後的
追蹤研究發現，在地震發生三年半之後，「有家人在

震災中受傷」的受訪者所報告出來的「主觀感受到的

社會支持」，較「沒有家人於震災中受傷」的受訪者

低。然而，「有家人在震災中罹難」的受訪者所報告

出來的「主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卻反而較「沒有

家人罹難」的受訪者高。此外，該研究同時將主、客

觀創傷暴露程度納入評估的「生活破壞指標」，則和

社會支持有顯著的負相關。Vernberg等人（1996）以
遭受風災的兒童為對象之研究發現，兒童的客觀創傷

暴露程度（包含環境破壞程度與親友傷亡程度）和其

覺知到的社會支持（對象包含父母、同學、朋友及老

師）程度有顯著的負相關，亦即，客觀創傷暴露程度

越嚴重的兒童，主觀覺知到的社會支持越少。但是，

兒童主觀感受到的「生命被威脅程度」，卻僅與其覺

知到的同學社會支持有顯著負相關，和其他三個來源

的社會支持沒有顯著相關。許文耀（2003）以資源理
論觀點探討九二一地震後成人適應狀態的研究亦發

現，「個人特質、能力資源」、「能量資源」及「和

諧家庭資源」的流失，與親友實質支持有顯著的負相

關。能量資源的流失主要是反映金錢、經濟資源的喪

失，是較為客觀的資源評估，而個人能力及和諧家庭

資源的流失，則相對上是較為主觀的。亦即，此研究

結果顯示，不論是客觀或主觀評估受創情形越嚴重、

資源流失越多時，實際上接受到的親友支持均越少。

上述三個研究的重點，雖然不是直接探討創傷暴露程

度和社會支持之間的關係，但大致上反映出主、客觀

創傷暴露程度越嚴重，則主觀覺察到的支持性社會關

係越低。然而，對於不同性別來說，此「主、客觀創

傷暴露」與「社會關係」的關連性是否相同，是本研

究想進一步暸解的。

（四）性別差異、災難暴露程度及社會關係

大多數研究均指出，女性暴露於災難之後，發生

PTSD的比例較男性高。例如，Brewin等人（2000）有
關災難研究的後設分析研究指出，不論所面臨的災難

類型是自然災難、交通事故、犯罪受害或多重災難，

女性發生PTSD的可能性均較高。Tolin與Foa（2006）
在一篇以PTSD之性別差異為主題的後設分析研究
中，針對：（1）女性是否較男性更容易符合PTSD
的診斷；（2）女性是否較男性更容易經歷到災難事
件；（3）女性和男性較容易經歷的災難事件類型是
否不同；以及（4）在控制了災難事件類型之後，男
女性發生PTSD的差異是否仍然存在等四個問題進行
探討。研究結果發現：（1）不論研究類型、研究族
群、評估方法以及其他研究變項的不同，女性（成年

或未成年）均較男性更容易符合PTSD的診斷；（2）
整體而言，男性較女性容易經歷到災難事件；（3）
女性較男性容易經歷的災難類型為被性侵犯以及兒童

期的性虐待，而男性較容易經歷的則包含意外事故、

被攻擊（非性侵犯）、戰爭、天然災害、火災及嚴重

疾病等；（4）雖然在「被性侵犯」、「兒童期的性
虐待」以及「兒童期的虐待與忽略」等三類災難事件

上，看不到顯著的性別差異（可能是因為研究數較

少），但整體而言，在不同類型的災難事件上，女性

發生PTSD的比例仍較男性高。Tolin與Foa（2006）
認為，雖然由此結果可以合理的懷疑女性發生PTSD
的比例較男性高與被性攻擊的比例較高有關，但是這

無法解釋為何在其他類型的災難事件下，女性發生

PTSD的比例和嚴重度仍較男性高。
同樣地，台灣在九二一地震之後的數個災難研

究亦發現，女性在災後報告出較多的PTSD症狀。例
如，許文耀（2000）的研究觀察到，女性出現較多
「刻意逃避」症狀。Chen等人（2002）的研究亦發
現女性報告較多的「重複經驗／主動逃避」症狀，但

在「麻木／其他適應不良」症狀上則與男性無顯著差

異。洪福建（2003）的研究看到，女性在震災兩年後
的「創傷後壓力反應」、「負向情緒」以及「正向情

緒」均顯著高於男性，在震災三年半後的「創傷後壓

力反應」仍持續顯著高於男性。

進一步來看災難後的社會關係變化及對後續身

心反應上的影響，在男、女性身上是否有所不同。

Andrews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性別對社會關係
在災難後心理病理歷程所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程度的影

響。他們發現受到暴力攻擊的男、女性受害者在受攻

擊六個月後的創傷壓力反應嚴重程度，均和正向支持

無顯著相關，而和負向的社會互動有顯著的正相關；

且女性受害者在六個月後的創傷壓力反應，和對社會

支持的滿意度有顯著的負相關，男性則沒有。該研究

進一步排除受攻擊一個月後的創傷壓力反應嚴重度之

後，則看到男性受害者六個月後的創傷壓力反應和所

有社會關係變項間均無顯著的相關；女性受害者六個

月後的創傷壓力反應仍維持和負向社會互動有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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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和對社會支持的滿意度有顯著的負相關。此

外，林耀盛等人（2005）探討九二一震災受創者在地
震三至六個月後之心理社會反應上的性別差異，發現

女性雖然報告出較多的身心反應症狀，但認為地震後

人生變得較為悲觀的女性比例反較男性略少。更重

要的是，女性較可以覺知災後社會關係的「正向變

化」，而男性則較易認為自己與他人的關係變差。據

此，該研究認為受創女性在社會關係中的「資源保

護」與「正向轉化能力」上，較男性更具功效性，故

應考慮其在災難下作為保護因子的效果。整合上述研

究結果可以推論，災難後的社會關係變化對女性及男

性產生心理病理問題的影響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探

討災難暴露以及社會關係歷程時，性別應是納入考慮

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 「地震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

應」（ESP）模式

為試圖瞭解地震暴露如何影響青少年主觀覺知

的社會關係以及災難後的壓力反應，本研究以Pynoos
等人（1995）的理論架構為基礎，提出一個簡化的
ESP假設模式。在此模式中，對於「創傷暴露程度」
的評量，採納Vernberg等人（1996）的看法，將主客
觀評估分別都納入考量。客觀地震暴露程度分為「客

觀傷亡」與「客觀環境破壞」兩個部分，主觀地震暴

露程度則以「主觀地震威脅程度」來代表。「創傷

後壓力反應」是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中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診斷的三個症狀群作
為評估重點，分別為「再經驗」（re-experience）、
「逃避／麻木」（avoidance/numbness）以及「過度警
覺」（hyperarousal）等三個部分。在「支持性社會關
係」部分，是由主觀覺知接受到來自「雙親」、「同

學」以及「老師」三個來源的正向社會關係所界定。

而「傷害性社會關係」是由來自「雙親」、「同學」

以及「老師」三個來源的負向社會關係所界定。

在暴露程度部分，ESP模式中假設「客觀地震暴
露程度」應會對「主觀地震威脅程度」造成正向的影

響，亦即客觀地震暴露程度越高會造成主觀地震威

脅程度越高。在社會關係部分，「客觀地震暴露程

度」與「主觀地震威脅程度」對「支持性社會關係」

會有負向的影響，而對「傷害性社會關係」會有正向

的影響。在災後壓力反應部分，「創傷後壓力反應」

應會受到「客觀地震暴露程度」、「主觀地震威脅程

度」、「傷害性社會關係」及「支持性社會關係」的

影響，前三個變項的影響應為正向的，支持性社會關

係的影響應為負向的，主要概念間之路徑示意圖請見

圖1。
本研究提出此ESP模式的目的，除了希望檢驗此

模式是否能適當解釋災難創傷經驗如何影響男、女性

青少年的社會關係與創傷後壓力反應之外，更期望此

一模式能作為未來若再發生天然災難時，評估受災青

少年是否需要協助，以及評估其保護因子（社會關

係）是否能有效提供協助的基礎。

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於台灣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後

一年（2000年）的九月份進行。研究參與者為九二一
地震受創嚴重的台中縣東勢鎮國小四至六年級和國

中一、二年級學生共360人，以及南投縣埔里鎮國小
四至六年級和國中一、二年級學生共576人，總計936
人。刪去於本研究所使用的任一個量尺內，有超過

5%的題目漏答之研究參與者共65人（東勢鎮18人，
埔里鎮47人）之後，得到有效之研究參與者共871人
（東勢鎮342人，埔里鎮529人）。有效的與被刪除
的研究參與者在居住地區上（χ2 (1, n = 936) = 3.42, p 
= .41）以及性別上（χ2 (1, n = 936) = 0.67, p = .06） 
均無顯著差異。本研究為探索男、女生在「主、客

觀地震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應」上可能

的差異，依性別將研究參與者分為兩組（見表1）。
其中男生組有450人，其中居住於埔里鎮的有265人
（佔58.89%），平均年齡為13.31歲（SD = 1.71）。
女生組有421人，其中居住於埔里鎮的有264人（佔
62.71%），平均年齡為13.34歲（SD = 1.68）。男、女
生組在居住地分佈與年齡上均無顯著差異。

（二）研究工具

1.  青少年地震暴露指標（Earthquake Exposure Index 
for Youth）（Chen, et al., 2002）
為九題的自陳式量表，分為三個部分：（1）死

亡及受傷指標：包含研究參與者本人生理上受傷的程

度、家人和親屬是否有受傷或死亡，以及朋友是否有

受傷或死亡共五題；（2）生活破壞指標：包含地震

後房屋是否有倒塌或受損，以及是否搬離原居住地點

共兩題；（3）主觀暴露指標：包含個人主觀認為地

震的嚴重度和對自己的傷害程度共兩題。評分方式為

李克特式4點量尺（Likert type scale），從1分（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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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描述）至4分（最嚴重的描述），本研究以三
部分個別之總分作為三個地震暴露指標分數。

2.  加洲大學洛杉機分校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指標量表
青少年版一修（UCLA PTSD Index for DSM-IV, 
Revision 1, Adolescent Version）台灣中文版（in 
Traditional Chinese）
原量表是Pynoos、Rodriguez、Steinberg、Stuber

及Frederick（1998）依據DSM-IV中PTSD之診斷準則
及臨床上常見之相關症狀所編製之自陳式量表，目的

在以快速的方式篩選出有創傷經驗的青少年。台灣中

文版本由Chen、Hung、Lin及Tseng（2000）在原作
者同意後，經雙向轉譯而製成。量表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共13題，目的在瞭解受訪者曾經歷過的各種
創傷事件。第二部分請研究參與者先就第一部分曾經

歷過的創傷事件中，選出目前最困擾的一件事，並詢

問研究參與者在當時的反應，共13題。第三部分共22
題，目的在瞭解研究參與者在經歷創傷之後，近一個

月來出現PTSD相關之症狀及反應的頻率，評分方式
為李克特式五點量尺（5-point Likert Scale），從0分
「從未如此」至4分「大部分時間如此」。本研究所
使用的是青少年版，以其第三部分的「災難後壓力反

應」（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作為指標。在原
始設計上，此部分應可分為三個症狀群，分別為「再

經驗」（re-experience）6題（例如：我覺得自己好像

回到事情發生的當時，有再度經歷的感覺）、「逃避

客觀地震

暴露程度

支持性

社會關係

傷害性

社會關係

創傷後

壓力反應

主觀地震

威脅程度

表1　男、女生研究參與者在人口統計變項之描述統計及差異檢定

                                   男生（n = 450）                                    女生（n = 421）  檢定值

地區 n % n % χ2

　　東勢 185 41.11% 157 37.29% 1.33

　　埔里 265 58.89% 264 62.71%

年齡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t

 13.31 1.71 13.34 1.68 -0.25

圖1： 地震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應模式（ESP）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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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木」（avoidance/ numbness）8題（例如：我試

著不去談論、回想或感受那件事）以及「過度警覺」

（hyperarousal）8題（例如：我容易受到驚嚇，像聽

到很大聲的噪音或遇到驚訝的事時的反應一樣）等三

個部分，另2題為其他相關症狀。本研究依循Pynoos
等人（1998）之計分方式計算這三部分症狀群的個別
總分，作為三個「災難後壓力反應」指標的分數。

3.  台灣兒童及青少年關係量表（Taiwan Relationship 
Inventory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RICA）（吳
治勳、吳英璋、許文耀及蕭仁釗，已接受）

本量表為一自陳式量表，以最近半年為時間參

考點（time reference），請研究參與者自行評量與父
母、老師和同儕的關係經驗。本量表共分為三個分量

表：「父母關係分量表」（Parents-Child Subscale）
共24題、「師生關係分量表」（Teache r-S tuden t 
Subscale）共14題以及「同儕關係分量表」（Peers 
Subscale）共14題。對量表題目的回答，採用李克特
式4點量尺，以1表示「從不如此」，2表示「很少如
此」，3表示「有時如此」，4表示「總是如此」。
「父母關係分量表」有四個量尺，包含「正向母子

關係」、「正向父子關係」、「負向母子關係」及

「負向父子關係」。例題如：「在你害怕或難過的時

候，媽媽會想辦法幫助你」、「爸爸告訴你，在你做

錯事的時候，他是覺得多麼丟臉」。各量尺之內部

一致性（Cronbach
,
s α）介於.73至.83之間，間隔兩週

之再測信度介於.77至.88之間。「師生關係分量表」
包含「負向師生關係」與「正向師生關係」兩個量

尺，例題如：「你與老師相處融洽」、「你覺得老師

對你的方式不合理，令你不服氣」。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
s α）均為 .86，兩週之再測信度分別為 .83

與 .73。「同儕關係分量表」包含「正向同儕關係」
與「負向同儕關係」兩個量尺，例題如：「你喜歡幫

同學忙，也喜歡同學幫忙」、「你因功課上的競爭，

而與同學處得不好」。其內部一致性（Cronbach
,
s α）

各為 .80和 .77，兩週之再測信度分別為 .74與 .75，上
述資料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和再測信

度。

（三）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欲以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探討「地震暴露」對青少年的「社會
關係」與「災後壓力反應」之影響，並試圖瞭解性別

對此一歷程可能的影響。由於過去文獻對於性別究竟

如何影響「災難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應」

歷程，並沒有一致的結果。因此本研究選擇將受訪者

依性別分組，利用結構方程模型分別進行模式檢驗，

以探索性別可能造成的差異，而不以多重樣本結構方

程模型（Multiple-sample SEM）對男女生同時進行模
式檢驗。本研究分析的資料對象為各變項間之共變數

（相關係數矩陣見表2），以SAS （9.0）之CALIS程
序並採取最大概似法（ML）進行模式估計。「主、
客觀地震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應」的模式

設定如圖2所示，其中「客觀地震暴露程度」的變異
數設為1.0，「創傷後壓力反應」對「再經驗」的因
素負荷量設為1.0，「支持性社會關係」對「同儕正
向社會關係」的因素負荷量設為1.0，以及「傷害性
社會關係」對「同儕負向社會關係」的因素負荷量設

為1.0。由於支持性與傷害性社會關係評估的對象相
同，本模型中認為「與雙親正、負向關係」、「與老

師正、負向關係」及「與同儕正、負向關係」的各個

殘差之間應有負向的共變存在。在模式評估上，並

沒有單一模式適合度指標可以考量全部情境（Bollen 
& Long, 1993），所以本研究使用RMSEA、GFI、
CFI及SRMR等不同特性指標作為模式評估之用。根
據過去研究建議， RMSEA ≦ 0.05表示模式適配良
好，RMSEA介於 .05至.08之間為可以接受，GFI ≧ 
.90亦表模式適配良好（Kline, 2005），CFI ≧ .95與
SRMR ≦ .08的假設模式亦為適配良好（Hu & Bentler, 
1999）。

研究結果

（一） 災難暴露、創傷後壓力反應及社會關係的
描述統計與性別差異檢定

表3呈現男生組與女生組於各測量變項上之描述
統計量和差異檢定。由表3可見，女生組在「主觀地
震威脅」、「過度警醒」症狀及「同儕正向關係」分

數上，均顯著高於男生組。而男生組在「雙親負向

關係」分數上，顯著高於女生組。在分佈上，兩組

在「客觀傷亡」變項的偏態和峰度均大於1，分佈上
偏離常態分佈。但因為受到震災影響的母群當中，

實際上直接受到傷亡影響的人數確實少於未受到傷

亡影響的人數（National Alliance for Post-Earthquake 
Reconstruction, 2000），此次抽樣應可視為反應母群
狀況，故不作任何校正。除「客觀傷亡」變項之外，

男生組的偏態介於-0.37至1.04間，峰度介於-0.83至
1.12間，僅「同儕負向關係」的峰度較高為1.12；女
生組的偏態介於-0.48至0.86間，峰度介於-0.71至0.42 
間。整體而言，此二組可視為常態分配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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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震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

應」模式檢驗與估計

ESP模式的模式適合度指標在男、女生組的表現
均相當良好。男生組之χ2(43, N = 450) = 77.08、p < 
.01，GFI為.97，CFI為.98，SRMR為.04，RMSEA為
.04；女生組之χ2(43, N = 421) = 117.42、p < .001，
GFI為.95，CFI為.95，SRMR為.07，RMSEA為.06。
所以不論在男、女生組，此模式均為一可以接受的解

釋模式。

男生組的標準化參數估計結果請見圖2。「客觀
地震暴露程度」對「主觀地震威脅程度」及「創傷

後壓力反應」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傷害性社

會關係」影響亦為正向的，但僅接近顯著（非標準化

係數 = 0.14 , t = 1.87），對「支持性社會關係」的影
響則不顯著。「主觀地震威脅程度」對「支持性社會

關係」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創傷後壓力反應」

及對「傷害性社會關係」的直接影響則不顯著。「支

持性社會關係」與「傷害性社會關係」對「創傷後壓

力反應」的影響均顯著，且都是正向的。上述結果表

示，當一個男性青少年所經驗的客觀地震暴露程度越

嚴重時，他所報告的創傷後壓力反應會越強，所主觀

感受到的地震威脅程度也會越大，主觀威脅程度越

大，則會感受到更多的支持性社會關係。而不論是感

受到越多的支持性社會關係或是越多的傷害性社會關

係，都會使報告出的創傷後壓力反應越強。

在「與雙親正、負向關係」、「與老師正、負向

關係」及「與同儕正、負向關係」的各個殘差之間均

有顯著的負向共變存在，符合研究之假設。男生組所

有參數估計之標準誤均介於.05至.10之間。
女生組的標準化參數估計結果請見圖3。「客觀

地震暴露程度」對「主觀地震威脅程度」及「傷害

性社會關係」的正向影響是顯著的，但對「創傷後

壓力反應」及對「支持性社會關係」的直接影響則不

顯著。「主觀地震威脅程度」對「支持性社會關係」

及對「創傷後壓力反應」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

「傷害性社會關係」的影響則不顯著。「支持性社會

關係」與「傷害性社會關係」對「創傷後壓力反應」

的影響均顯著，且均為正向。上述結果表示，當一個

女性青少年所經驗的客觀地震暴露程度越嚴重時，她

所主觀感受到的地震威脅程度會越大，也會感受到越

多的傷害性社會關係。主觀的威脅程度越大，則會感

受到更多的支持性社會關係，所報告出來的創傷後壓

力反應也越強。而不論是感受到越多的支持性社會關

係或是越多的傷害性社會關係，都會使報告的創傷後

壓力反應越強。

表2　男、女生組各測量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再經驗 --- .65** .72** .14** .08 .27** .08 .28** .14** .17** .23** .10*

2.逃避麻木 .70** --- .64** .07 .09 .12* -.01 .29** .03 .21** .12* .26**

3.警醒度增加 .71** .67** --- .08 .05 .14** .04 .30** .09 .25** .21** .19**

4.客觀暴露傷亡 .19** .09* .15** --- .22** .20** -.01 .19** .03** .11* .11* .01

5.客觀暴露環境 .14** .11* .10* .21** --- .10* .04 .11* .01 -.01 .05 -.06

6.主觀威脅程度 .16** .05 .15** .15** .16** --- .16** .11* .15** -.04 .20** -.10*

7.雙親正向關係 .08 .04 .09* .06 .03 .15** --- -.28** .52** -.23** .46** -.14**

8.雙親負向關係 .29** .24** .33** .07 .07 -.02 -.15** --- -.11* .35** .02 .31**

9.老師正向關係 .16** .09* .12** .04 .02 .14** .44** .06 --- -.41** .60** -.16**

10.老師負向關係 .15** .18** .21** .04 .04 -.06 -.14** .25** -.44** --- -.11* .34**

11.同儕正向關係 .04 -.04 .08 .10* .04 .11* .41** .03 .54** -.08 --- -.30**

12.同儕負向關係 .34** .36** .29** .04 .06 .03 -.04 .33** -.09* .38** -.28** ---
註︰左下三角矩陣為男生組，右上三角矩陣為女生組。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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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雙親正、負向關係」、「與老師正、負向

關係」及「與同儕正、負向關係」的各個殘差之間和

男生組相同，均有顯著的負向共變存在。女生組所有

參數估計之標準誤均介於.04至.19之間。

總結與討論

本研究模式整體適合度檢驗的結果，說明「地

震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應」模式能適當的

解釋主、客觀的地震暴露程度如何影響男、女性青少

年之社會關係狀態與創傷後壓力反應。而模式參數估

計結果發現，將災難暴露區分為「主觀威脅程度」與

「客觀暴露程度」，將社會支持概念擴大為「支持性

社會關係」與「傷害性社會關係」，以及將男、女生

分開進行模式估計，均得到有意義的結果。

首先討論災難暴露對支持性社會關係的影響。從

研究結果看來，不論男、女生組，「客觀暴露程度」

對「支持性社會關係」均沒有顯著的直接影響，而是

經由「主觀威脅程度」的評估後，才對「支持性社會

關係」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結果顯示，在震災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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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男生組於地震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應模式（ESP）之模式估計結果

註：「—」表示參數達顯著之路徑；「---」表示參數未達顯著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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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青少年在災難後主觀感受到的威脅程度越大，

則覺知到的「支持性社會關係」也越強。這樣的現象

符合Hobfall與Stephens（1990）整理先前相關研究後
所提出的「社會支持衰退理論」之前半部分，亦即，

他們發現在災難後個體的資源流失較多、心理上的

痛苦程度較高時，當時主觀覺知到的社會支持也會較

高。Hobfall與Stephens也發現，若是災難發生過後很
長一段時間，個體仍持續需要社會支持時，普遍會有

「社會支持衰退」的現象發生。可能的原因是當需求

的時間拉長時，一方面會造成社會支持接受者對此支

持行為的感受不如以往，另一方面會造成社會支持提

供者的資源不足，以致難以繼續提供有效支持，因而

造成社會支持衰退。許文耀（2003）於地震後一年十
個月的成人研究中看到類似社會支持衰退的現象，該

研究中發現不論是主、客觀評估資源流失越多時，所

報告出來實際上接受到的親友支持均越少。本研究由

震災發生後一年的資料所得的結果，無法推測之後是

否會有社會支持衰退的情況出現，因為，至少相較於

許氏以災後一年十個月的研究來說，本研究的受災樣

本距災難事件的發生時間還不夠長，因此，可能社會

支持衰退的情況尚未出現，不過也可能之後不會出現

社會支持衰退的現象。此部分仍需後續研究來澄清，

圖3：女生組於地震暴露—社會關係—創傷後壓力反應模式（ESP）之模式估計結果

註：「—」表示參數達顯著之路徑；「---」表示參數未達顯著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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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驗Hobfall與Stephens（1990）所提的觀點。
在災難暴露對傷害性社會關係影響的部分，不

論男、女生組，「主觀威脅程度」對「傷害性社會關

係」均沒有顯著的直接影響。女生組「客觀暴露程

度」對「傷害性社會關係」則有顯著直接的正向影

響，此一路徑在男生組的結果中呈現接近顯著。此結

果顯示出，在震災一年之後，青少年在震災時遭遇到

越嚴重的環境破壞程度和親友傷亡，則他們覺知到的

「傷害性社會關係」也越強（尤其是女生），和主觀

感受到的威脅程度則沒有關係。此結果可能反映出地

震災害大範圍破壞的特性，當青少年面臨越嚴重的環

境破壞和親友傷亡時，其社會支持來源對象（如父

母、老師、同學），相當可能也面臨著同樣或是更嚴

重的情況。當社會支持需求者和社會支持提供者都處

於強大的壓力狀態時，形成傷害性社會關係的機會便

可能增加。Allen（2001）認為這樣的現象是互動下
的產物，因為個體要得到社會支持時，以相關問題為

主題的溝通是必要的。個體有情緒上的痛苦而又需要

他人支持時，通常這些情緒是需要表達出來的。而情

緒是有傳染性的，當社會支持的提供者接受到這些

負向情緒時，他很有可能感受到類似的痛苦，而這

些痛苦，會降低他提供社會支持的可能性。Silver、
Wortman及Crofton（1990）以癌症病人為對象的研究
中發現，病人傳達給他身邊人的訊息或對他們所做的

行為，會增加周遭他人的易受害性（vulnerability），
例如他們會覺得這件事也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對

這樣的狀況感到無助，或不知要如何去回應這些事

情。在這樣的情況下，能提供社會支持的可能性降

低，甚至會表現出拒絕、退縮或逃避等負向的社會互

動。

在社會關係對創傷後壓力反應影響的部分，研

究結果發現在男、女生組中，「支持性社會關係」與

「傷害性社會關係」對「創傷後壓力反應」都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傷害性社會關係」對「創傷後壓力

反應」的正向影響則非常顯著，且就係數數值上來

看，比「支持性社會關係」對「創傷後壓力反應」的

影響大出約3倍（女生組）與5倍（男生組）；主觀感

受到越多的傷害性社會關係，則創傷後壓力反應越嚴

重。這樣的結果與之前的研究結果類似（Rook, 1984; 
Schuster, Kessler, & Aseltine, 1990），再次顯示出將傷
害性社會關係從社會支持概念中區分出來的重要性。

然而，「主觀感受到較多的支持性社會關係，創傷後

表3　男、女生研究參與者在各測量變項之描述統計及差異檢定

變項名稱                     男生                         女生                          全研究參與者

                      （n = 450）                          （n = 421）                          （n = 87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再經驗 6.52 4.85 7.14 4.83 -1.88  6.82 4.85

逃避麻木 7.77 5.79 8.31 5.26 -1.42 8.03 5.54

過度警醒 7.80 4.27 8.37 3.95 -2.04 * 8.08 4.13

客觀傷亡 6.36 1.71 6.50 1.82 -1.15  6.43 1.76

客觀環境破壞 3.65 1.29 3.72 1.25 -0.74  3.68 1.27

主觀地震威脅 5.64 1.81 5.97 1.66 -2.83 ** 5.80 1.74

雙親正向關係 31.88 7.12 32.33 7.74 -0.89  32.10 7.43

雙親負向關係 24.02 6.25 22.71 6.86 2.93 ** 23.39 6.58

老師正向關係 19.65 4.53 19.85 4.60 -0.65  19.74 4.56

老師負向關係 12.41 4.84 11.94 4.34 1.49  12.18 4.61

同儕正向關係 20.68 3.80 21.40 3.92 -2.74 ** 21.03 3.87

同儕負向關係 12.08 3.20 11.95 2.78 0.66  12.02 3.00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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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反應也越嚴重」的結果，和過去多數研究結果

認為社會支持應是具有保護性的（Cutrona & Russell, 
1990）並不相同。此結果或許可以對照Wu、Hung及
Chen（2002）的研究結果來思考。Wu等人（2002）
在九二一震災一年後以成人為對象的研究中發現，主

觀評估自己的「社會人際狀態」不變的人，其創傷後

壓力反應症狀嚴重程度會低於評估自己「社會人際狀

態」變好的人，而「社會人際狀態」變差的人，其創

傷後壓力反應症狀嚴重程度最高。Wu等人認為此現
象可用資源損益的概念來思考，只要有變動（就算是

變好），就需要花費資源來因應，而在災後資源較缺

乏的情況下，花費資源則可能產生附帶衍生的症狀代

價。本研究結果發現主觀地震威脅程度增加，會使感

受到的支持性社會關係增加，而此一變動過程，或許

是使創傷後壓力反應增加的可能原因，然而此一結果

與過去多數研究結果並不相同，仍需要後續研究來加

以澄清。

在性別差異方面，男、女生在此模式上最大的差

異是主、客觀暴露程度對創傷後壓力反應的影響方式

不同。男生組「客觀地震暴露程度」對「創傷後壓力

反應」的直接路徑是顯著的，而女生組則不顯著；女

生組「主觀威脅程度」對「創傷後壓力反應」的直接

路徑是顯著的，而男生組則不顯著。此結果顯示出對

男生而言，客觀地震暴露程度可以直接影響創傷後壓

力反應症狀的嚴重度，但主觀威脅對創傷後壓力反應

症狀沒有直接的影響，需經由支持性社會關係的中介

才能發生影響。對女生而言，主觀威脅程度可以直接

影響創傷後壓力反應症狀的嚴重度，但客觀地震暴露

程度反而對創傷後壓力反應沒有直接的影響，需經由

主觀威脅程度以及社會關係的中介，才對創傷後壓力

反應有間接的影響。此一結果部分支持了Tolin與Foa
（2002）所提出，用以解釋男、女性在災難後心理病
理狀態上為何不同的認知模式。

Tolin與Foa（2002）認為，人類所擁有的「害
怕」機制，是一種以記憶為基礎的生存機制。PTSD則
是一種病態的害怕機制，此一機制可能記憶了過當的

反應強度、刺激與刺激間不真實的連結、刺激與意義

間錯誤的連結，以及刺激與反應間的不當連結。所以

當個體遭遇災難事件時，他在災難當下和災難之後形

成的記憶，以及這些記憶如何影響他的意義系統，能

決定此人是否會產生PTSD，還是會從災難中復原。
有部分研究證據支持在災難後心理病理現象上看到

的性別差異，可能來自這些認知歷程上的不同。例

如，Tolin與Foa進一步分析Foa、Ehlers、Clark、Tolin
及Orsillo（1999）的研究資料，發現女性在災難事件
後，會有較多「自責」的信念，且比男性更容易形成

「我是無能的」以及「整個世界是危險的」認知基

模。

此外，Norris、Foster及Weisshar（2002）在探討
有關男、女性於PTSD之流行病學上的差異時，發現
多數有關PTSD的研究在定義災難時，只以DSM-IV在
PTSD診斷上的A1準則：「遭遇到對自己或他人死亡

或嚴重身體傷害的實際發生或威脅性」定義災難，但

較少加入A2準則：「此人對這些事件的反應必需包含

強烈的害怕、無助感、或恐怖感受」。他們發現，若

加入A2準則後，則男性遇到「災難」的盛行率下降
程度明顯多於女性的下降程度。也就是說，雖然不清

楚男性是刻意低估害怕程度，還是男性的認知模式真

有不同，但男性確實較少報告出「此災難經驗導致了

極度的害怕」。但Tolin與Foa（2006）的回顧研究卻
發現加入A2準則後，男性遇到「災難」的盛行率並
沒有顯著的下降，他們認為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進

一步釐清此一問題。本研究結果較為支持Norris等人
（2002）的發現，認為對男性青少年而言，直接瞭解
客觀上受到災難影響的事實，較能適當預測創傷後壓

力反應的嚴重程度，若經過主觀的認知評估後，可能

反而降低了對創傷後壓力反應的影響。對女性青少年

而言，主觀上對災難威脅的認知評估，確實可能經由

上述相對負向的認知歷程，不適當的「擴大」了害怕

的反應，因而增加了對創傷後壓力反應的影響程度。

上述的分析與討論提醒我們，在協助面臨災後壓

力相關問題的青少年時，應注意性別的差異。在面對

男性青少年時，應多注意客觀暴露程度對他發展出創

傷後壓力反應的影響；而在面對女性青少年時，應多

注意主觀認知評估對創傷後壓力反應的影響。瞭解與

此個案相關的社會互動來源及互動方式也是重要的，

如果可能的話，試圖同時改善與此個案相關的整個社

會互動環境。其中改善「傷害性」的社會關係是非常

重要的關鍵，因為與人際相關的壓力源（例如人際

衝突）較之其他壓力源來說，會造成更多心理上的痛

苦，而這些人際壓力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很大（Zautra, 
Burleson, Matt, Roth, & Burrows, 1994）。然而，在協
助改善受地震災害青少年社會關係的過程中，必須同

時考慮到其生活環境中的許多成人也受到相同災難的

影響，而這些成人在災後的壓力可能還更大（例如還

要負擔較多的環境復原責任），所以要直接改善此一

部分的社會關係狀態可能較為困難。在這樣的限制之

下，以學校為基礎的災後心理復健計畫應是可思考的

方向，因為ESP模式中可看到教師和同儕的影響是顯
著的，而台灣的青少年每天在學校的時間大約都有8
小時左右，不論影響力或時間上均有可行性。Chen與
Wu（2006）有關災後校園重建的研究也建議，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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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為基礎的心理健康計畫應是可行的，本研究結果亦

支持此一想法。

本研究結果初步說明了暴露程度、社會關係及創

傷後壓力反應之間的可能關連，並進一步探討不同性

別的影響。後續研究上可以藉由取得其他震災後青少

年研究參與者的資料，利用多重樣本結構方程模型對

男女生同時進行模式再驗證，以進一步檢驗ESP模式
的適合性以及性別上的差異。亦可考慮以遭遇其他不

同類型創傷事件（例如交通事故、犯罪受害等）的青

少年資料，來探討此一模式是否可以適用於所有創傷

事件，抑或具有創傷類型特定性。另，本研究僅以單

一時間點的資料來進行討論，對於許多重要議題並無

法回答，例如社會支持是否確實會隨時間而衰退？創

傷後壓力反應嚴重程度是否會隨時間而減輕？而此過

程中社會關係和性別是否有影響？有什麼影響？後續

研究若欲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可考慮利用縱貫式研

究，以進行長期追蹤資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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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thquake Exposure-Social Relations-Posttraumatic Stress (ESP) model was proposed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 
among trauma exposur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relations (supportive and detrimental),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responses. This study recruited the adolescents who had been exposed to a large-scale natural disaster, the Taiwan 921 
Chi-Chi Earthquake. Gender-distinct effects of trauma exposure on social relations and PTSD severity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ESP model. The Earthquake Exposure Index for Youth, UCLA-PTSD Index, and Taiwan Relationship Inventory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ere given to 871 adolescents living in the epicenter one year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ESP model was evaluated and cross-validated by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SEM) method using the data of both 
boys (n = 450) and girls (n = 421) separatel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SP model had good overall-fit for both genders. 
The subjective exposure had significantly greater positive effects on supportive social relations, and objective exposure 
had greater positive effects on detrimental social relations (especially for girls). Both supportive and detrimental social 
relations had significantly greater positive effects on PTSD severity. Specifically, the more supportive and/or detrimental 
social relations the individual perceived, the greater their PTSD severity. The effects of detrimental social relation were 
relatively larger. Gender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paths linking exposure and PTSD severity. While objective exposure 
had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PTSD severity for boys, subjective exposure had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PTSD severity 
for girls. These findings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ce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xposure as well as 
between supportive and detrimental social relations for studying their relations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responses. It also 
suggested that, in helping adolescents exposed to trauma, we should take gender into consideration, and it may be more 
crucial to deal with detrimental social relations for posttraumatic adjustment.

Keywords: gender difference, PTSD symptoms, social relation, Taiwan 921 Earthquake, trauma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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